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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语“ｓｏｃｉｅｔｙ”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
“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

“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

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

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

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

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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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ｕｓｅｄ“ｆｏｌｋ　ｓｃｅｎｅ”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ｕ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ｆｏｌｋ”，“ｓｃｅｎｅ”ａ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ｑｕｎ”（“ｇｒｏｕｐ”）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ｒｉｇｈｔｓ，“ｑｕｎ”ｓｔｉｌｌ　ｐｕｔ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ｉｔ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ｇｏｏｄ　ｇｒｏｕｐ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ｌｏｖｅ，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ｌｙ，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ｇｒｏｕ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ｕｓｅｄ“ｓｈｅｈｕｉ”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ｄ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ｗｏ　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ｎ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ｎｅ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ｉｄ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Ｆｒｏ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ｆｕ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Ｔｉａｎｘ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ｉａｎｘｉａ

一、问题意识

西方术语中的“ｓｏｃｉｅｔｙ”是一个有古英语背景并借用外来语言产生
的词。它的古英语背景单词是“ｓｏｃｉａｌ”，产生于１４世纪，是中古的英
语，来自拉丁语的“ｓｏｃｉａｌｉｓ”，从“ｓｏｃｉｕ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演变而来，有结盟、伙伴之意，与群体、关系等相关。“ｓｏｃｉｅｔｙ”真正诞
生在１５３１年，由法语的“ｓｏｃｉéｔé”而来，起源于拉丁语的“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１６
世纪中期以后，“ｓｏｃｉｅｔｙ”开始等同于“契约社会”或“市民社会”，专指
西方市民群体组成的团体及其生活模式和交往规则，并用来强调

·０３·

社会·２０１５·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威廉斯，２００５：４４７－４５２）。
近代西语的“ｓｏｃｉｅｔｙ”观念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而传入，对这一

观念的翻译和接纳却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又不
断“中国化”的过程。学术界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已经有不少成果，一些
文献通过对“社会”、“社会学”、“群”、“群学”等概念的介绍，对“ｓｏｃｉｅｔｙ”
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中文翻译和概念转换予以探讨（冯天瑜，２００３；孙以芳，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郑杭生、李迎生，２０００）。
一些研究从社会学视角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倡导

的“群学”进行了比较。诸多学者辨析了严复的“群学”与康有为、梁启超、
谭嗣同的“群学”的不同，认为前者是真正的社会学，而后者是组织和教
育群众、革新社会的政治言论（陈旭麓，１９８４；韩明谟，１９９６；陈树德，

１９８８；刘洋、周慧，２０１３；应星等，２００６）。比如，姚纯安（２００３，２００６）曾指
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群学”实际上是来自传统典籍中“敬业
乐群，会友辅仁”的思想，中心是政治，只是用刚传入中国的社会学作为
理论支撑而已，以群学为名，实际上是倡导合群立会的学说。而严复的
“群学”实为早期的社会学，是包括政治、法学、宗教、历史等在内的人文
科学总称。当然，研究者也在不同源流的“群学”的差异中看到其间的
联系或共同点，包括认为他们是社会学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他们的学
说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的思想都是具有变革性质的，等等
（丁乙，１９８８；王宏斌，１９８５；刘少杰，２００７；杨雅彬，２００１；宋国恺，２０１１）。
另一些研究对“社会”取代“群”的原因有过论述，认为与近代日本

术语、文化等对中国的影响相关。有研究指出，“社会”取代“群”的原因
包括有现代汉语往双音节词发展的方向，即“社会”在语法学层面有通
行的必然，以及甲午战争后学习日本的风潮和“群”作为一种实体意义
的共同体已经无法准确地表述进入人类文明社会后的复杂面貌；“社
会”的概念更抽象，而“群”更具体（吴建生，２０１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更为全面的是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１１），他们认为，“社会”取代“群”表示
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公共空间，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组织蓝图的变化，
即“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对上下相通的努力失败，人们心目中理想的
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变，于是，“社会”（主要用其“秘密结社”的含义）
登上舞台，它们首先与“私会结党”相伴随，革命者压倒维新派，今文经
学衰亡；二是绅士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即１９００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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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绅士集团的结社非常普遍，形成绅士的公共空
间。当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知识分子分成两派：提倡种族革命的
海外激进者和国内温和派，后者希望宪政和民权不冲击到儒家纲常的
基础，从而不得不将道德和家庭伦理与西方价值（政治变革）划分为两
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这种“二元论”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取代“群”的
另一个原因。“社会”方便概括各式各样的“会”，而绅士是这些“会”的
主导者，“社会”的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１０）。应该
说，该文对“社会”取代“群”的原因的分析非常有建设性和启发意义。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和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观念如何生

成，以及其内涵如何演变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基础。虽然目前的有
些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它们对“ｓｏｃｉｅｔｙ”术语在中文语境中生成过程
的梳理还不够详细，超越学科分野而从社会思想的一般性特征来概括
不同学者“群学”相通性的研究尚少，同时，对“社会”取代“群”的原因的
探讨也缺少从思想史视角的审视。
本研究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延伸探索，主要关注中文对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概念的翻译和使用上的分段与过程，重视与术语相伴随的
近代学人对“社会”观念的中国化内涵的阐述，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观
念如何形成对古典中意及西意的超越和发展，同时也试图从思想史视
角对“社会”取代“群”作出原因上的分析。

二、“会”、“民景”等概念的译释

１．在中文的古典含义中，“会”首先是会合、汇集之意，后多指“相聚而成的团体”，是一种组织
形态，多具民间性，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区别，有时还有政治对抗的含义。明清时期，各地方出
现很多被政府定性为“奸民相聚”的团体，如“天地会”、“哥老会”、“终南会”、“双龙会”、“伏虎
会”、“红旗会”、“百子会”等，不胜枚举。当然，在诸多情况下，“会”只是指各个行业和领域里
的组织。比如，清代的“葬会”、“丧会”常常聚会活动，同时又为丧葬之家出钱出力。此外，还
有慈善团体如“同善会”，佛教团体如“放生会”等，其他如“保婴会”、“墟集会”等也类别繁多，
明清时期兴建的各种会馆也成为同乡聚集联络之所。近代在对译西语“ｓｏｃｉｅｔｙ”时，多取以上
这些意思。

　　近代早期中文中，“ｓｏｃｉｅｔｙ”被译为“会”。１１９世纪，各英汉词典开
始正式对应翻译和注解。１８１９年，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编的《华
英字典》（卷四）３２２页对中文“会”这样注解：“ｔｏ　ｕｎｉｔｅ；ｔｏ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ａｎ　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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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ｂ；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ｒ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ｒａｎｋ；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ｃｈ　ｂ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这时已经用“会”对
译“ｓｏｃｉｅｔｙ”了。１８４７年，麦都思（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在《英华字典》
（卷二）第１　１８９页中把“ｓｏｃｉｅｔｙ”译为“会”和“结社”，还举例：“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为“主会”，“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ｌｏｔ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为“白莲社”或“白莲会”。１８５７年出版的《六合丛谈》第１卷第

１１号英文目录中有这样的内容：“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Ｂｏｏｋ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５，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ｕｅｎ　Ｔｓａｎｇ’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ｂｙ　Ｍｒ．Ｊｕｌｉｅｎ，正文部分的内容是：
新出书籍：英京伦敦，设立公会，曰亚细亚会……”（沈国威等，２００６：６９１－６９２）。

１８７２年，卢公明（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在《英华萃林韵府》（卷一）的第

４４９页把“ｓｏｃｉｅｔｙ”译为“签题会”，并举例：“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ｈｏ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　ｍｏｎｅｙ，相与聚集、会”。１８７９年，罗存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的《英华词典》由日本人把标题改为《英华和译字典》后出
版，在卷四第１　０９３页把“ｓｏｃｉｅｔｙ”也界定为“会”和“结社”，还举例说，
“ａ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是“公会”，“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是“入会”。１８８３年，日
本人井上哲次郎增订他的《增订英华字典》时对“ｓｏｃｉｅｔｙ”的释义相同。

２．这部分的英文原文是：“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ｕｐ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ｏｆ　ｆｒｅ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ｌａｂｏｏｕ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ａｎｄ　ｒｅｃｅｖｉｎｇ　ａｎ（转下页）

在１８８５年江南制造局编译处出版的《佐治刍言》中，傅兰雅（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多次将“ｓｏｃｉｅｔｙ”翻译为“会”。在第一章“论家室之道”，他把“有
夫妇和睦之家”作为“小会”的书写，又对“会”有解释：“凡有众人相聚成
会，无论其会为大为小，必有公共之性情、公共之意见，则往来交接，彼
此俱觉合宜。……是以会中人凡事皆须各让几分，以为往来准则，若能
彼此交让，则大家俱可相安矣。”在第二章“论人生职分中应得应为之
事”中又这样表述：“今有若干人聚成一会，或成一国，欲其兴利除弊，诸
事完善，则必使人人俱能自主，人人俱能工作，方能十分富庶。……同
会者亦当视为兄弟，竭吾力以助之”。“凡有若干人成会或成国，则其国
内之律法章程，人人皆当恪守”。２在第六章“论驳辨争先之误”中有这
样的表述：“自古至今，尝有人欲设立一种会，将众人所有资财并做工所
得工资，均归会中管理，而各人本身需用可向会中支领。……故此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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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内必有大乱”（傅兰雅，２００２：４、６、７、１７）。而梁台根（２００６）指出，
日本的福泽渝吉将西洋原著翻译为《西洋事情》，其中的“外编”（１８６８）
与《佐治刍言》相同。作者对三本书的章节比较显示，《佐治刍言》把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一章的标题翻译为“论国人做事宜有争
先之意”，日文为“世人相厉及相竞之事”。也就是说，这里也有将
“ｓｏｃｉｅｔｙ”译为“国人”的意思。１８８７年，寓华西人在上海成立同文书
会，后改为光学会，其英文名为“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接上页）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ｕｍｕｅｒｏ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ｏｒｄ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ｎ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ｅｅ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ｉｃｋｌ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ｈｏ，ｂｅｉｎｇ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ｂｅｈｏｌｄ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ｔ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Ｗｉｌｌａｍ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５２，ｐ．４／６（转引自王宪明，２００９）。

也有用“民景”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或以“国中之民”、“百姓交往的”、
“众人的”、“风俗”、“闾里”等对应“ｓｏｃｉａｌ”或“ｓｏｃｉｅｔｙ”，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翻
译为“民景学”或“为民学”，代表人物是颜永京。１８８１年，颜永京将史
本守（赫伯特·斯宾塞）的《教育论》（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第一章《什么知识
最有价值》（Ｗｈａ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ｏｆ　Ｍｏｓｔ　Ｗｏｒｔｈ）一文翻译成“肄业要
览”，先发表在《格致汇编》上，１８８２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以王彩芹
（２０１１：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７）对斯宾塞的英文原文和颜永京的翻译
对照的考证为例，可以更清晰、更具体地看到颜永京的翻译用法：
对“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翻译：

１．Ｅａｃｈ　ｍａｎ　ｗｈｏ　ｉ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ｏｒ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ｙ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ｆｅｗ　ａｒｅ　ｎｏｔ）ｈａ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ｗａｙ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ｐｅｒｈａｐｓ，

ａｌｓｏ，ｈａ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ｌ，ｅｓ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ｈａ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译文：其所习之业皆与算学、化学、力学相关，虽于动物学植物学或

相关较少，然于民景学确大有关涉。

２．Ｅｑｕａｌｌ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ｓｔ　ｆｕｔｕｒｅ，ｍｕｓｔ　ｉｔ　ｂｅ　ｏｆ
ｉｎｃａｃｕｌａｂ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ｈａｔ　ｍ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ｌｌ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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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凡目前之人，或潜在以后，若欲行作有所准绳，终不得不参究
生之诸学。曰骸体学，曰新兴学，曰为民学，更不得不读各项格致学，因
格致是度生学之启步也。
与“ｓｏｃｉａｌ”相关的翻译对照如下：

１．Ｔｈｉ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ｒ　ｐａｓｔ　ｄｏｗｎ　ｅ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译文：往古时候，不论何国皆是蛮夷，而部领，人民彼此不投，后有

才能者兴，将众人管束，始得彼此安居乐业，连成一国。所以一国所不
可少者是有位有权之人能治理众民者也．
２．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ｔ　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ｗｈａ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ｏｆ　ｍｏｓｔ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ｍｏｓｔ　ａｐｐｌａｕｓｅ，ｈｏｎｏｕ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ｍｏｓｔ
ｃｏｎｄｕｃｅ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译文：人心如此，其心所拟肄业之法自必一致。故其设肄业之初

心，只计读之者可致人称美，得人恭敬，邀人遵奉，能于众人中居高位，
巍巍然以资观感于人，而竟不计其实益否也。

３．Ｏｎｌｙ　ｉｎ　ｐｒｏｐｏｔｉｏｎ　ａｓ　ｍｅｎ　ｄｒａｗ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ｕｄ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ａｔ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ｓｔ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译文：人欲明悉百姓彼此平常相交之梗概，必须知夫人性若何。

４．…ｔｈｏ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译文：与闾里国家相关之举。
直接对“ｓｏｃｉｅｔｙ”的翻译如下：

１．Ｂ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ｍ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ａ　ｇ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译文：乃因风俗谓为学士所不可少者。

２．Ｔｈ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ｄｏｎ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ｄｏｎ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ｌｙ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译文：国中之民原合众类以成，凡国民之所作，即其众类同心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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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欲知国民作事之所以然，须知民众一一之心思举动。

在１８９４年以前，西方入华人士在编辑语汇或翻译时都直接将
“ｓｏｃｉｅｔｙ”翻译成“会”，而从其基本含义看，多数情况取“会”的中国古典
意，即主要指各种组织团体，强调其结社的意义，重视的是社会的组织
团体的内涵。而以颜永京为代表的中国人在翻译时则活泼很多，既有
“国中之民”、“国人”，也有“众人”、“风俗”、“交际”等翻译，特别是他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翻译为“民景学”或“为民学”，这一独特翻译强调民的视角
和民的权利。结合其“风俗”和“国中之民”的翻译，可以看到颜永京等
对传统意义上的百姓或民风习俗的强调，与中国古意中的“社”３倒是
不谋而合了。

３．古典中文的“社”最初是与土地神及其相关祭祀活动相关，也指古代与居住有关的组织单
位或乡村基层地理单位，后来引申为兴趣相投或信仰一致的人结合起来的群体组织。

４．“群”在中国古语中泛指多数、众多、众人，或者聚集的团体，多指集体。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文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基本在中国古典的“会”和
“社”间游走，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来华的外国人更重视其集会、汇集的
组织活动、组织形态的特征，而国人则更看重其与民相关的习俗、交往，

或说民之权和民之主体———当然，这还是在古典意义上叙述，而不像后
来从西方学说借来的民权思想。

三、“群”的使用

用“群”４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早在１８６５年就已经出现。在京师同文馆丁
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的第二章《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中，界定国际
公法的研究范围时说：“人成群立国，而邦国交际有事，此公法之所论
也”（惠顿，２００３：２５）。此话在惠顿的原书中的表达是：“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ｓ．”（Ｗｈｅａｔｏｎ，

１８３６：６２，转引自王宪明，２００９）此处的“群”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直接
对应。可见，早在严复用“群”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以前，“会”与“群”就已经是
西语“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中文对应词汇了（王宪明，２００９），只是严复的“群”论将
它的影响力扩大而已。

１８９５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开始用“群”翻译西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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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ｅｔｙ”了。比如，１８９５年２月，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提出，中
西社会的不同与其对待自由的不同是一致的，“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
然以生”。同年３月，在《直报》发表的《原强》中，他介绍了达尔文的“物
竞天择”观，“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
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继续用“群”指代“社会”。在同年

３月底的《原强修改稿》中，他继续阐释此概念：“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
者官品之魁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小大
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严复，１９８６：３、５、

１７）。此时，他对“群”的应用直接和当时西方的“有机体社会说”内在一
致了。斯宾塞在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一书中经常是“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并用或混用。在《群学肄
言》的翻译中，严复基本上全部将这些术语译为“群”和“群学”，其内涵
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就“群学”本身显示的内涵来看，不
仅是“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而更有他所谓的“学问之事，以群
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
呼！此真大人之学也！”（严复，１９８６：１８）也就是严格学问的追求和治乱
兴衰的策论同时兼有。
康有为１８９１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已经使用“群”的

概念。梁启超所记的长兴学社教学大纲分为学纲、学科、课外学科三
类，学科又分为义理、考据、经世和文章四种，而在经世之学名目里，“群
学”列在其中，与政治原理学、政治应用学等平齐。当然，也有研究认
为，虽然“群学”被列入万木草堂的科目，但实际上，康有为当时讲述的
还是传统典籍中的“敬业乐群，会友辅仁”主张，后来才发展为合群立会
的政治思想（姚纯安，２００６：３３－３４）。在《上海强学会·序》中，康有为
（２００７ｂ：９２）说：“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
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
巨也。”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康有为（２００７ｂ：９７）进一步阐发了“合
群”的意思，他说：“夫物单则弱，兼则强，至累重什百千万亿兆京陔之，
则益强。荀子言物不能群，人能群，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如
使能群，则至微之蝗，群飞蔽天，天下畏焉，况莫大之象焉，而能群乎？
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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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群则强，累万亿兆人智，人则强莫与京。吾中国地合欧洲民众倍之，
可谓庞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今
者思自保之，在学、群之”。他在追述强学会成立的原因时也说，“中国
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
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力厚也。合群非
开会不可”（康有为，１９９２：２９）。可见，康有为的“群”是“众人”或组织众
人一起的“会”的意思，“合群”也即汇集众人的智和力。１８９６年，《强学
报》第一号刊载了康有为的《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他将荀子的“人贵
能群”的思想称为“群学”，认为“群学”的含义就是合群立会，政治变革
含义非常明显（康有为，２００７ｂ）。
而谭嗣同也较早使用“群”和“群学”的概念，并常和“会”互通而用。

在《仁学》自序中，谭嗣同（１９９８ａ：６８、７１）写道：“网络重重，与虚空而无
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
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
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次冲决佛法之网罗。”印永清在注释里注
明：“群学———社会学的旧译”，但李培林等（２００１：１６）认为，谭嗣同在此
所说的“群学”既非“孔德、斯宾塞意义上的社会学，也不是严复意译的
群学，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学，而是‘各门学科’或‘各种学术’的
意思”。他在“仁学界说”里有“社会学”名目：“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
《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
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
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谭嗣同，

１９９８ａ：７５）。后他又说，“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
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谭嗣同，１９９８ｂ：７５）。李培林
（２００１：１６）认为，这里的 “社会学”是“各门学科或西方各门社会科学学
科的意思，与严复阐述的群学相去甚远”；孙以芳（１９８４）则认为，当时
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都没有以社会学专指社会科学。在《壮飞楼治
事十篇·治事篇第九·群学》中，谭嗣同（１９９８ａ：４４４）将“群学”解释为
各种合群入会之说，最后还以“大哉学会乎！”作结。１８９８年，在《群萌
学会叙》中，他倡导“联群通力、发愤自强”，“万事万物，莫不以群而强，
以孤而败，类有然也”（谭嗣同，１９９８ｂ：４３０－４３１）。他在《群萌学会章
程》中说：“本会以群萌为名，盖因群学可由此而萌也，他日合群既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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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称为群学会”（谭嗣同，１９９８ｂ：４３０－４３１）。这里的“群学”当然不是
“社会学”之意，而是团结民众的学问。
梁启超将“群”分成很多类，大到国家，小到社团和各种行业团体。

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论学会》明确指出，“群心智者为
上”，而西方人对此很擅长，他们的 “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
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
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
也”（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２７）。而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９３）在１８９７年发表在《时务
报》的《＜说群＞序》中说：“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
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在《说群一 群理一》中
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９４）又说：“欲灭人之家者，灭其家之群可矣。……欲灭
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个大的社团而已。
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１０９）起草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规定：“七曰乐群。
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直谅多闻，善相劝，过相规，友朋之
意，视师长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讲之，是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
是谓小群。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
集众思，广众益，学有缉熙于光明。”这里的群是“会”、“学会”的意思，其
含义是古典意义上的“敬业乐群、会友辅仁”（姚纯安，２００６：２７）。在《论
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里，梁启超（１９９９ｂ：５５９）列出的影响巨大的
大思想家除了歌德、培根、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斯密、伯伦知理和
达尔文外，还有孔德和斯宾塞，并说他们都是群学和人群主义的倡导
者。在思想观念上，梁启超的“群学说”和康有为的基本一致，都是“合
群保种”、“合群立会”的意思。
可见，在概念的使用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较早就使用了

“群”，但他们重在阐述其政治学说和主张时使用，和严复在阐述西方政
治、经济、历史和社会学等学说的直接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所处的学术环境不
完全相同。不过，他们的“群”都不仅包括“小群”，如各种行业协会，也
包括“大群”，如“强国会”或其他全国性团体，还包括国群或国家，真正
体现了严复所说的“群有数等”的理念。以“群”为主对应西语“ｓｏｃｉｅｔｙ”
一直持续到１９０３年左右，之后这一词逐渐被“社会”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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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的生成

在“群”一词广泛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时，近代意义的“社会”一词也已经
开始使用，很多学人不断交替使用“社会”和“群”，其含义也基本一样。
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１０：２０５－２０６）认为，自１９０２年起，“社会”的使用次
数开始增加，且与“群”混用明显；１９０３年，“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比
“群”多了；１９０４年，虽然“群”一词还在使用，却已经有被“社会”一词取
代的趋势；在此之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群”的使用逐渐淡化，甚至
消失。
用“社会”一词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并产生新内涵和普及使用，有一个转

引自日本的过程。最早用“社会”对译西语中“结社团体”的名词（如荷
兰文“ｋｌｏｏｆｔｅｒｓ”）始于日本江户时代兰学家青地林宗的译作《舆地志
略》（１８２６年写本），其含义与中国古典的“社会”近似。最早用“社会”
对译“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人是日本的政论家福地樱痴，在１８７５年１月他执笔的
《东京日日新闻》的社说里有“受完全教育的高上社会”等语，其“社会”
已接近现代的涵义。同年，西村茂树在《文明开化解》中交替使用“仲
间”和“社会”，表述了今天的“社会”的含义。这种“社会”、“仲间”、“世
间”并用的现象在日本持续了一段时间（冯天瑜，２００３）。根据日本学者
福武直（１９８２：２２８）的论述，日本最早介绍斯宾塞著作的人是外国教师
芬诺洛萨（１８５３－１９０８），１８７８年开始讲授，１８８１年以“世态学”为名成
为正式课程。１８８６年，东京大学的课程确立“社会学”学科的名称。作
者也介绍说，在明治初期，“ｓｏｃｉｅｔｙ”一词曾被译为“同事”、“交际”、“公
司”和“世态”等。
在日本使用的近代意义的“社会”一词经由一些去日本考察、旅行

的官员或学者的记录带入中国。当然，这些词一开始还是在中国古义
的意义上使用。比如，１８８７年，黄遵宪（２００１：３９３）在《日本国志》卷三
十七中有“社会”一词的专门解说和记载：“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
之名望，众人之记忆，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也。其关于政治者曰自
由会（作者按：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意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
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曰共和党，曰立宪党，曰改进党（皆主
改革政体为君民共主者）。……其大概也有开于学术者，曰天文会，曰
地理会，曰斯文会（按：汉学家之会）。”这里的“社会”虽然和古义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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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相近的意思，但已经加上了政党的内容。

１８９７年左右，康有为（２００７ｃ：３３５）在《日本书目志》里对“社会”有
专门介绍。他在第五卷“政治门”的社会学类图书的按语中说：“大地
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又说：
“天文、化、电、光、重、声、汽学，皆有会、制造、农业、商务、女工，皆有会。
……日人之骤强也，亦由听民开社会讲求之故。”这里的社会，有时指公
司，有时指社团，有时指国，但多指各种行业，与中国古义的“会”、“社”
含义相同。他在《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 大誓臣工开制度新
政局折》里倡导十二新政局，特别在“十一”里写了“社会局”。他对此解
释称：“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
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
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律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
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宜劝令人民立会讲
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康有为，２００７ｄ：１５）他在《日本变政考序》
中说，日本由弱变强在于其变革，其中包括“开社会以合人才，立议院以
尽舆论”（康有为，２００７ｄ：１０３）。“社会”一词，在这里是各种组织、团体之意。
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解释“社会”时说：“西学社会之

界说曰：民聚而有所布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他认为，这与
中国古义的“社会”是一致的。他又辨析了“群”与“社会”：“群有数等，
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
国。”（严复，１９８６：１２５）严复认为，它只是群的一种类型，而社会更强调
组织和政治含义。

“社会”一词在甲午战争以后开始逐步被广泛使用，其含义也逐渐
呈现多样化，不再等同于以往国人心目中“结社”、“团体”的含义。１８９７
年，《时务报》刊登日本人古城贞吉的文章《论社会》，文中不仅仅频繁使
用“社会”一词，还有专文论述：“野蛮之地，无社会者焉。及文明渐开，
微笑露萌叶，久之遂成一社会。”（转引自方维规，１９９９）显然，这里的“社
会”与文化相关，与人与人之间的联合相关。１８９８年，梁启超（１９９９ａ：

１６８）在《＜清议报＞叙例》中写道：“挽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
明，有不可抑遏之势。”这里的“社会”已经是西语“ｓｏｃｉｅｔｙ”的含义了。

１９０２年，杨度也曾在文章里记述：“其言教育也亦然。以为人性皆善，
其恶者必由丑恶之社会而来，教育者，所以防社会之丑恶，而发育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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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之任放于自然也。”在针对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
中国曾说清朝北边教育如黑暗之地狱，南边尚有一线之光时，杨度说
“呜呼，其黑暗也，其仅有一线光也，皆由社会之丑恶故也”和“是所服从
者，必非法律而丑恶社会之习惯也”（张枬、王忍之，１９６０：２５０）。“社会
之恶习”、“丑恶社会”等用法已与今天的“社会”含义相同。

５．参见：《辞源：增修（“午”部）》，１５０页，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

采纳日本近代对译西语“ｓｏｃｉｅｔｙ”转换后的含义后，“社会”不再是
古典中语的内涵。近代意义上“社会”一词的广泛使用促使一些字典开
始专门予以注解，比如，汪荣宝与叶澜（１９０３：６３、６５、６８、７１）编写的《新
尔雅》中不断出现“群”与“社会”同义的情况，在“群”的后面常常用“亦
谓之社会”。在《英华大字典》（卷三）中，颜惠庆（１９０８：９３２）对“ｓｏｃｉｅｔｙ”
这样注解：“１，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ｍｅｎ　ｔｏ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ｈ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ｙ　ｗａｙ．交际，交接，应酬；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ｈｉｐ，周旋，友伴；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往
来，通 往 来。２，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ｏｒ　ｊｏｉｎｔ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社，互助会，辅仁会，同谋公益之公会，公
社，谋求公益之会社；ａ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文学会。３，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ｈｏ　ｌｉｖｅ　ｉｎ　ａｎ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ａｎｙ　ｐｅｒｉｏｄ，社会；居
民；邑 民。４，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ｇ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ｎｔｅ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ｓ，互相应酬之绅士，上流社会，绅家……”。在同页，颜惠
庆把“ｓｏｃｉａｌ”解释为“社会的、五伦的、社会上的”。１９１６年，《官话》把
“ｓｏｃｉｅｔｙ”注解为“社会，又人群、会、会社”。后来，《辞源》（增修）把“社
会”的注释分为两种含义，一种是人际关系的结合体，另一种是中国古
义中的社火、社民。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社会”在表述过程中常常同“下等”、“劳动”等
捆绑使用，或与“社会主义”、“平民”和“社会党”混用或互相指意。
比如，１９０３年，《游学译编》刊载根据日本高材世雄的言说编写的

《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内有记叙：“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国
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
命事业之前列也。故今日言革命教育者，必在两等社会。此两等社会
之教育事业，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学校教育，而在社会教育。是故言革
命教育者，惟有社会教育之可言也。”（张枬、王忍之，１９６０：４０８－４０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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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文中用了“秘密社会”、“劳动社会”、“军人社会”等词。１９０３年，
《浙江潮》有专门的文章《新社会之理论》，其中不仅广泛使用近代意义
的“社会”概念，还对新社会的内涵做了广泛说明。此文从原始的母系
社会开始论述，讲到有农业组织的农业社会、有工业组织的工业社会和
有商业组织的商业社会。文章还论说：“准乎是，则知社会者，本有共和
政之性质，而决不含帝政、王政、贵族政之元素；准乎是，则知政治者，本
可以社会机关之力溶解之，而置政治于社会问题之内。是故健全之国
家，必无萎败之社会；而萎败之社会，决不能造健全之国家。此其大则
也”（张枬、王忍之，１９６０：５０９），其含义是，社会本身就带有民主共和性
质，与君主、贵族专制等不同，政治机关本身可以被社会机关消解。一
个健全的国家，社会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社会力量很弱，是无法造就
健全的国家。这样的言论同我们今天理解的公民社会如出一辙。

“社会”一词常和“社会主义”混用，如梁启超曾在１９０１年《清议报》
上论说：“美国之统领之被刺与南美之争乱也，由贫富两极太相悬绝，而
社会党之人从而乘之也，此事将为二十世纪第一大事，而我中国人蒙其
影响，将有甚重者”（张枬、王忍之，１９６０：５１）。社会党，是指社会主义
党。同年的《国民报》的《说国民》一文讲：“若者外国工人，有立会、演
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我国有之乎？曰无有。”（张枬、王忍之，

１９６０：７５）在《中国灭亡论》一文里，作者倡导建立党派：“而欲如法之民
主党、德之社会党、俄之虚无党，可以与政府相持不下者，已渺不可复
得，其宗旨诚不不外标榜名称，表吾高尚之迹云耳。故曰我中国自开辟
以来无党。”（张枬、王忍之，１９６０：８３）这里指出的德国社会党和社会主
义党极有可能是同一个。

“社会”一词也被作为“平民”的代表词。如１９０３年，庄游在《国民
新灵魂》一文中阐述中国需要新灵魂出现才行，新灵魂包括五大原质：
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和魔鬼魂。作者对“社会魂”这样解释：
“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我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
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伤、中等社会之
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
……社会党者，欧洲今日之神圣发团也，求平等博爱而未得，故以流血
为之先”（张枬、王忍之，１９６０：５７４－５７５）。这里的“社会”有上等社会、
中等社会、下等社会之说，也有社会主义之意，如社会党者。但作者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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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篇指出“社会”也是“平民”的等同语。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的定义无疑是唯物史观下的界定。以

李达１９２６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为例，他把“社会”定义为：“人类间立
于社会关系上之结合，谓之社会”（李达，２００７：１７）。他又解释说社会的
构造包括基础关系（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和上层建筑，这
些都是深受唯物历史观影响。１９５０年，《新名词综合大词典》中对“社
会”有专门定义：“Ｓｏｃｉｅｔｙ社会，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生产而互相结合起
来的一群人的总体，这种体制是生产关系的综合，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
关系体系”（龚敏等，１９５０：Ｅ一），词典又对“历史上各个不同社会的区
别”做了专门说明，指出各种不同社会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的生产关
系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社会等，又对社会物质生活诸条件、社会现象、
社会革命、社会规范等有专门解说。

“社会”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
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其含义也在指涉西语的“ｓｏｃｉｅｔｙ”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等之间转换，显示了这一观念中国化过程中的特殊历史境遇。
总之，西语中的“ｓｏｃｉｅｔｙ”概念在中文世界的翻译经历了“会”和“民

景”、“群”，再到“社会”的三个阶段。然而，其关涉的不仅是词语的使
用，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不同的“社会”理念和见解。接下来我们将专门
探讨与术语生成相伴随的观念的再造。由于第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中
国古典意义上择取重点对译且以外国词典为多，我们因此对第一个阶
段的“社会”观念不做专门阐述，而主要从近代严复、康有为、谭嗣同、
梁启超的“群”论和“社会”主张去看其背后的思想，进而探讨近代中国
“社会”观念如何在西语及古典原意的基础上进行再造。

五、群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思想：“社会”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

近代中国“社会“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群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思
想，这一思想系统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权与群权———辩证对待与偏重后者
首先，他们都强调民权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群权得以可能的基础，

民权之说又发展成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严复（１９８６：３３）在《辟韩》
（１８９５）一文里说，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古今之通义
也”。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他继续阐述需要重视个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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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批判中国偏于国家而不顾个人权利的传统，认为正是个人构成了国
家与社会的基础，社会的所有变化都基于个人的品质：“或谓箇人名义
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於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
矣。然仆观太史公言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谓小己。即箇
人也。……社会之变象无穷。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质。”（严复，１９８６：

１２６）康有为（１９８１：２３７－２３８）在京师保国会第一次集会的演说（１８９８）
中就倡导要赋权于民：“泰西以民为兵，吾则以兵为民，何以敌之！”他又
说：“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
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康有为，２００７ｄ：１７０）他倡导各种享乐，其中
包括性爱的享乐和各种自由，如恋爱、婚姻等自由：“公法于父母不得责
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康有为，２００７ａ：

１５１）这些都是对人的权利的积极倡导。当然，他后来在《大同书》中对
个人权利的强调更为全面清楚。谭嗣同（１９８６ｂ：２７０）结合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民贵君轻”、“民本君末”的思想及西方的天赋人权论批判了“君
为臣纲”说，强调兴民权与兴民智的理念：“盖方今急务在于兴民权，欲
兴民权在开民智。”他旗帜鲜明地提倡“民本君末”。梁启超（１９９９ａ：

３０９）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１８９９）一文中说：“国民
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在
《新民说》的“论自由”一节里，他明确提出四民平等，人有参政权、属地
自治权、信仰自由权和民族建国权等自由。这些都是对民权重视和强
调的表现。
但他们也都强调个人权利与群权（他人之权）的辩证关系和二者的

平衡。严复认为，群体构成的社会是个人权利的边界，这也是他将穆勒
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的原因：“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
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如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以
他人之自由为界”（严复语，转引自穆勒，１９８１：７），即个人与个人之间应
该互相尊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特别指出，人一旦进入群
体中，就会与他人相关，绝对的个人权利不复存在，这正是君子能平天
下的最大道理：“自入群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
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
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严复语，转引自马勇，１９９３ａ：

４７－４８）他也曾提出，要在动态的辩证中看待个人和群的关系：如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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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很乱，受制于外辱，此时应该强调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如果时代本身
安稳，则应该尊重个人权利。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将赫胥黎强调
个体为整体的利益而工作改为“相养”，即互相提供生活条件，互相帮助
之意，又将赫胥黎说“蜜蜂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改为“未尝争其权利之所
应享”等（俞政，２００３：２７）。可见，严复是在动态的历史中看待社会与个
人的关系，而不是将二者看成静止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孟德斯鸠
（１９８１：２１９）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
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
的事情”，或者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严复把
这段话译成文言文后，特加按语：“此章孟氏诠释国群自由之义最为
精审……学者玩之，庶几于自由要义不至坠落野狐禅也。”（丁文江、
赵丰田，１９８３：２３８）显然，这样的“自由”已经是向社会做出妥协后的有
限的“自由”。
康有为在爱他人和爱自己之间不仅设置了边界，而且希望二者是

同时达成，而非顾此失彼：“故圣人之仁以爱人类为主，孝子不匮，永锡
尔类，锡及人类也。盖圣人之仁，虽极广博，而亦有界限也。界限者，义
也，不得已而立者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
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法，在爱
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谓往，义谓来。仁大
远，义大近”（康有为，２００７ｂ：３８３、３９０）。这表明，他是在各种关系中来
谈权利。他更多的是重视平等权，是共享的权利，而不是独专的霸权。
谭嗣同（１９９８ｂ：９１）的“仁”观与之相似，认为没有彼此就没有世界：“人
与人不相偶，尚安有世界？不相人偶，见我切也，不仁矣，亦以不人。”个
人与社会是平等而无差等的，平等则生万化“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
则通矣，通则仁矣”（谭嗣同，１９９８ｂ：７４）。梁启超认为，利己心和爱他心
是一而非二，个人之权与群之权不能分开。他认为，个人与群是共生
的，无群则无个人，“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其
处于一群之中，而与俦侣共营生存也，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管俦侣之
有害与否，苟或尔尔，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矣”（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４３１）。在
谈及自由时，他专门指出，制裁与自由相伴存在。那些最自由的民族也
常常是最富制裁性的民族，原因正是自由有边界。而其群的义理中最
核心的观点却是以群为重的群本主义思想，或者说他们的叙述自觉不

·６４·

社会·２０１５·２



自觉的走向了偏重群的价值上去了。
严复（１９８６：１３８８－１３８９）在《天演论》中将赫胥黎嘲笑“损己利群”

的句子删除，又将斯宾塞阐述的“ａｎｉｍ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ｓｕｂ－ｈｕｍａ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和“ｈｕｍａ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糅合在一起，主张应该“己轻群重”、“损己益群”，甚
至“舍己为群”。他指出，群道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这一观点与荀子
说的“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６一致。在《天演论·导言十七（善
群）》的按语中，严复（１９８６：１３５７）说：“其（斯宾塞）《群谊篇》立进种大例
三：一曰民既成丁，功食相准；二曰民各有畔，不相侵欺；三曰两害相权，
己轻群重。”在《天演论·论十五》的按语中，他重复了此段话后，进一步
指出：“道在无扰而持公道。其为公之界说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
自由为域。’其立保种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功食为反比例率；二，民
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率；三，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用三例者群昌，
反三例者群灭”。“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
是也。”他在《天演论·导论十三 制私》中表达了私与公的对立，即群道
与绝对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格格不入。他指出，群道就是让与爱，
约束个人自由和不争：“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
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
也”。“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者也。”他
不仅在思想上倡导“己轻群重”、“舍己为群”的理念，甚至在“遗嘱”中也
明确写道：“事与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孽。”（严复，

１９８６：３６０、１２７９、１３４６－１３４７、１３９３）正如哈茨在给史华兹《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序言里所写：“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
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
的能力’这一主题。”（史华兹，２００５：１）

６．参见：《荀子·君道篇》。

康有为在对“义”和“仁”的强调中表达了他对群体而非个人的重
视。他坚持认为，义比利重要，爱一切的“大仁”比爱局部的“小仁”重
要：“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康有为，

２００７ｂ：３９２）谭嗣同的学说中最为核心的“仁”的理念也是类似的表达，
他对平等的提倡超越了具体关系，涵盖到一切关系中，从而在事实上达
成对群而非个人的强调。在个人有差等的时候，必然是要对个人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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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２６－２７）在《变法通议》（１８９６）一文的“论学会”中
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
智，智故强。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质点相切而成形体。数人群而成家，
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无群
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在这里，他强调了群比独善和重要。
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９３）在《说群·序》（１８９６）中说：“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
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
……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在这里，
他继续强调群比个人重要。梁启超虽然给予个人自由重要地位，指出
自由与奴隶相对立，但也特别强调团体自由，认为团体（群体）自由才是
文明时代的标志。他试图要找到公与私，也即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平衡
点，所以他说人人自主，各尽所能，各得所利，这可以算是最大的公，只
有这样，天下才能安定。而私德与公德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要为社会努
力，社会也应该为个人尽责。但梁启超（１９９９ｂ：６６０－６６２）又认为，社会
之于个人及国家之于国民，其恩如同父母之于孩子，没有社会和国家，
个人的性命财产就无所依托，智慧能力就无所依附，个人也就不可能立
足于天地间。
据此，陈新华（２００９）指出，梁启超“群学”思想的核心是“以群为本”

和“以变为用”的群本主义，主干是以“合群”为原则的社会整合思想。
李培林（２００８：３８－３９）也曾撰文指出，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天演人变”
为基础的“群学”思想，是“由‘群本’、‘保群’、‘合群’、‘善群’、‘群德’、
‘群术’、‘群治’等一系列概念构成的体系”，认为其核心是群本主义的
社会整合思想。
当然，正如上文指出的，他们的“群”思想或“群本”思想是建立在辩

证对待民权及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包含更为丰富的近代化思想，绝非传
统意义上的“治群”。

（二）人性之变和新民———如何才能善群？
既然“群道”如此重要，“合群”如此根本，那么，如何才能真正达成

“群”利和个人之利的目的呢？近代学人几乎都从人性出发去寻找“善
群”之道，倡导要新民。
在《天演论·导论十三·制私》的按语中，严复对赫胥黎认为群道

是由人心善相感而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二者因果颠倒了。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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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需要群道，所以必须提倡人心善相感以治私，而非人天性就善相
感。他说：“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
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
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
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
感通者是。”又讲：“班孟坚曰：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
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严复，１９８６：１３４７）他认为群道是
良心、善和让。在《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中，他介绍第十三篇时
说：“论群之吉德，感通为始，天良为终，人有天良，群道乃固。”（王栻，

１９８６：１３４９）实际上，群道在此体现为善、慈、礼、让、爱，既是人与人的关
系，也体现为个人与群体不一致时的妥协与退让。
康有为也强调要爱人、兼爱、仁和义。早在１８８６年的《康子内外

篇》中，他就在“人我篇”中明确写道：“兼爱无弊，既爱我又爱人。”（康有为，

２００７ｅ：１０７）当然，此时这一倡导还不是在谈如何成群的问题。康有为
（２００７ｂ：３８３、３９０）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７年完成的《春秋董氏学》则明确表达了
如何通过“仁爱”和“义”达成群的善行，他把“人类”解释为“故仁者，所
以爱人类也”。在对“仁爱”的阐述中又用《易》来阐发：“然则天下何者
为大仁？何者为小仁？鸟兽昆虫无不爱，上上也；凡吾同类，大小远近
若一，上中也；爱及四夷，上下也。爱诸夏，中上也；爱其国，中中也；爱
其乡，中下也。爱旁侧，下上也；爱独身，下中也；爱身之一体，下下也。”
他说的爱，是连着天地万物一起爱的大爱，认为通过“爱”和“义”，可以
达成个人和群体的和谐共生。而谭嗣同“仁”的精神也是爱他人，只有
破除一切“名”和“对待”，仁就可以达到。“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
破之：‘破对待，当参伍错综其对待。……参悟错综其对待，故迷而不知
平等。……参伍错综对待，然后平等。无对待、然后平等。……无无，
然后平等’”（谭嗣同，１９９８ｂ：７４）。如何能做到“破对待”？谭嗣同
（１９９８ｂ：４６０）认为，需要“心力”来解决，心力具有无穷的力量，必须改造
心力，使人心变善才行：“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
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即如射不能入石，此一定之理，理者
何？即天也。……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心力高于一切，可以“以心
挽动”。人心可以转化成“道心”，人的心灵境界可以提升，于是，宇宙即
变成万物一体的浑然之全。个人的生命融化在整个宇宙中，最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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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自我、回归原始的和谐，这正是《仁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４３１）也是强调爱他人以利群和己：“善能利己者，必

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
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
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即，爱他人与爱自己不是矛盾的，而是一
致的。“人人对于人而有应尽之责任，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对
人而不尽责任者，谓之间接以害群，对我而不尽责任者，谓之直接以害
群。”（梁启超，１９９９ｂ：６７１）真正合群，必须培养“群德”。中国不能合群
有四个原因：一是公共观念缺乏；二是群的界限不明，大我小我区别难
辨，内部不够团结；三是无规则，缺少法律规章；四是“忌嫉”，但核心还
是缺少公德又无规则。所以，梁启超（１９９９ｂ：６９４）倡导要培养利群的公
德精神：“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
（无益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侯诸
百世而不惑者也。”当然，对如何培养群德，他还有更细致的阐述，而其
出发点是人性之爱。

（三）社会变革———从合群保种、合群立会到新国家的建设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的“群论”体现的社会观念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他们的社会变革思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在此不再
一一赘述。指向政治变革和新国家的建设可以说是他们的“群学”的共
同点———虽然很多人区分了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是多么的不
同，事实上，他们是把“群”说与社会变革放在根本一致的层面上表述
的。他们对“群”的阐述基本上是在“个人—群体—国家”的框架下展
开，因此，国家之变与群之变是一致的。严复多篇论文和译著都强烈呼
吁变革，他在对传统的“朕即国家”的观念进行批评时指出，国家应该具
有公共性质，对全体人予以保护，而非只是个别家庭的专属之物，这些
都是基本的政治变革的诉求。１８９５年严复的多篇文章都是对社会变
革的呼唤，更不要说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天演论》所发出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警钟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更是明确将“群论”和变革联系
起来，其政治变革的内涵显而易见。如同艾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Ｅｌａｍｎ）
（１９９８：２１１）所评价的那样，康有为继承发挥了秦瀛提出的“群”的概念，
并纳入自己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又把康有为的“群”的主张变成自己政
治改革理论的核心内容，强调“政治一体性、政治参与、政治合法性、政

·０５·

社会·２０１５·２



治团体范围等重要问题”，作者认为，这都是“东林遗产的崛起”。另外，
谭嗣同要求废除君权，君民平等，倡导言论自由，以及他对 “立会”的热
衷和最终献身于革命，都是其社会观念的内容之一，充分显示近代中国
学人的社会观有以“群”为基础的社会变革的政治内涵。
总之，各种意义的“群学”和“群论”形成了以“群”为基础、根本和目

的的社会观念。其内涵包括：第一，建立在以民权为基础、在个人权利
和群体权利有所平衡的“重群”思想或说“群本”思想，这一思想不同于
西语“ｓｏｃｉｅｔｙ”原意中对个人权利的优先和根本强调，当然也绝非古典
意义上“治众”的群论，而是优先强调“群权”及集体或国家的发展，兼顾
民权和个人权利的特殊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第二，强调以人性的恕、
爱、仁、善、心力等来达成对他人的关照和对新国民的改造，试图达成
“合群”和强国的目的，将人性、个人、群体及国家联系一起，它让“群”学
囊括了从人性之改造到国家之建设的诸多内容；第三，无论是严复的科
学的“群学”，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立会的政治意义的“群学”，
都强调社会变革的内容，再加上那些非常具体的政治主张，让近代“群
学”具有充分的政治内涵。最后，“以群为重”而兼及民权和个人权利的
社会现代化思想并没有随着“群”和“群学”等语汇的逐渐消亡而消亡，
而是一直占据着近代思想的核心位置，并延续到后来的思想体系之中。

六、理想国家的构想与诉求：“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二

既然近代学人的社会观念是以“群”为本的变革现实，从而得以实
现国家富强的主张，为何他们不断使用“社会”的用法，而不是只用“群”
表达其观念？“社会”又为何能后来居上并予以取代？“社会”的观念究
竟在怎样的意义上超越了“群”的内涵？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要从近代学
人那些超越“合群保种”、“合群保国”的思想上找寻答案，这就是他们理
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构想与诉求。
首先来看严复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严复是致力于“群学”的首要和

最核心的人物，但他在翻译甄克思的《政治史》时，一改用“群”的习惯，
而是译为《社会通诠》。在此书中，针对甄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三种
类型：草莽社会（图腾）、酋长社会（宗法）和军事社会（现代政治社会），
严复在按语中指出，中国是“宗法居其七，而军国者居其三”（甄克思，

１９３１：１８）。对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强调正说明严复的社会理念在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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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走向理想，他也认为国家是最尊大的社会。王宪明（２００５）研究《社会
通诠》后指出，严复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蓝图是英国式的准共和制度
或美国式的共和制，实现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可见，严复此时已经在
对理想社会进行探讨了。
康有为一直有倡导爱国和改良政府的主张，并且走得更远。早在

１８９３－１８９７年完成的《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２００７ｂ：３２４）提出社会
进化“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
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
也。”这表达了他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而其理想当然不是乱世，也不
是小康世界，而是太平世界。他后来在《礼运注》中对“大同世界”的理
想有阐述：“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
世小康之道也。”他将孔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解释为大同之道的
君臣公理，即国家是所有人共同的公器，不是为某一人或某一家所私
有，应该由大众选择任职者，而不是世袭。他将“讲信修睦”解释为国与
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立和互不侵犯。他认为，有界便有自私，
必须要天下皆公才行，“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
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平等公道，此广大之道也。无所谓君，
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太平之道，太平之世
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于人大同也”（康有为，２００７ｅ：５５４、

５５５）。他在《大同书》中则明确描绘了他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包括去
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
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和去苦界至极乐
（康有为，２００７ｆ）。康有为最终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天
下主义者。他倡导一切界限都消失———人与人、君主与臣民、阶级之间、
男女之间、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乃至人类与其他物类之间的一切界
限都消失。正是在亡命印度的一个小山村，风雪阻断补给线，一个儿子
病死，在自己也近饿死之时，他完成了其《大同书》的书写，这不能不叫人
感慨，理想曾怎样支撑他的心灵。
另一个明确表达此意的人是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他曾有“排

满反清”的言论，但其核心是“地球混一”和人类平等。其重要概念是
“仁”、“通”和“破对待”，实际是要超越种族、阶级和信仰等造成的隔阂，
走向大同，建立一个全人类一体的共同社会。或者说，谭嗣同理想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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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理念正是其“无国”理念：“同生地球上，本无所谓国，谁复能此疆尔
界，糜躯命以保国君之私产，而国遂以无权。国无权，权奚属？学也者，
权之尾闾而归墟也。”（谭嗣同，１９９８ａ：２１２）“以言乎大一统之义，天地
间不当有国也，更何有于保？”（谭嗣同，１９９８ａ：２１５）他认为，治国必须和
齐家一致，先齐家后治国的封建社会，天下有大宗，诸侯、卿大夫等各为
小宗，民田受制于上，天下如一家，这样的状态被秦以后的制度摧毁，从
此家和国不再一致，以至于天下乱。而理想的国应该与家一致，消除一
切界限。他指出，耶稣所立的天国将各国平等对待，其民也平等视之，
国界便消失了。立法就应该无损于别国，而不能只考虑有利于本国；创
教也不能只可行于本国，必须合乎万国的公理，惟此，“始可言仁，言恕，
言诚，言絜矩，言参天地、赞化育”（谭嗣同，１９９８ａ：２１９）。“地球之治也，
以有天下而无国也。……治者，有国之义一；在宥者，无国之义也。
……人人能自由，是必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
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
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
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谭嗣同，

１９９８ａ：２３５）。理想的国家就是无国之国，人人得以自由，天下一家，人
人相同，家家一致，个人、家庭、社会及国家全部的利益和要求一致，以
至于一切界限都消失，是一幅无人界、家界、国界、种界的世界主义景
象。这和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有很强的相似性。也正是这样一个怀抱
理想蓝图、力图革命的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本可逃走，但他选择了坚
守，为救尚在为官的父亲性命而伪造父亲斥责他的家信后从容赴死。
梁启超在一些论述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他的理想社会是“最大

多数最大幸福”的社会。他认为，社会发展逐渐趋于多数人的幸福是进
化的必然道路。１６－１７世纪，人民与教会争权利，人民多而教会少；１８
－１９世纪，平民与贵族争权利，平民多而贵族少；而今劳动者与资本家
争权利，劳动者是多数，资本家是少数。社会发展到后来，总是要少数
与多数相让而和谐相处才行。幸福范围越广泛，社会越进步，大同世界
之中，则是人人幸福的（梁启超语，转引自马勇，１９９３ｂ：１２－１３）。他也
因此认为，成立国家的意义在于团结内部人而有利于全人类，“人类全
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
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助他发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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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像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
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就此来说，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
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
（梁启超语，转引自马勇，１９９３ｂ：２４）。实际上，这也是在普遍意义上思
考国家之于世界的一般性意义。理解了梁启超的理想社会，便可明白
在一战后游历欧洲归来，最积极倡导引进西学的他为何转向坚守中国
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一种互相厮杀而破败的社会，那不是理想。

７．一些学者认为与革命思潮更相关。参见：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０９）。

由此可见，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探讨和诉求不仅是这些人社
会观念的核心内容，更是其一生积极追寻并努力践行的目标。也正是
因为近代学人都在寻找理想社会的目标或理念，而仅仅指向当下、本国
和在《荀子》学说中总和“君”纠缠的“群”的内涵显得不足以充分展现其
全部思想，并与同样指向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进入一致，“社
会”才会彻底登场，并最终取代“群”。从“群”到“社会”的跨越不仅是一
场咬文嚼字的游戏，还包含了思想观念本身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其内
涵如下：其一，“社会”的使用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对“平民”、底
层力量的重视相关，有时其含义和这些词互相指用或转换。从这个意
义上说，它具有不亚于“群”的政治意义。７其二，近代学人不断有对理
想社会或理想国家的描述，使得他们的社会观超越了“合群保种”和富
国强民的当下诉求，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无论是严复对“军事社会”及
国家的希望，康有为建在“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发展上的“大
同世界”，谭嗣同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的“大同世界”，还是梁启超对“最
大多数人幸福”社会的期待，都不是就具体国家和具体人群的论述，而
是超越时空，具有更普遍和一般价值的追求。这种建立在对理想社会
和理想国家诉求的思想让他们的学说超越了时代，确立了近代中国社
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政治奠定了思想上
的根本。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到，“社会”概念在思想史上取代“群”的原
因有二：一方面是因为传自日本的术语及“社会主义”等学说思潮本身
的传播与影响力扩大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近代学人超越本群和
本国的政治变革要求之上诉诸超越时空的理想社会的探索时，指向“我
群”的群本主义已经不足以阐述他们的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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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从“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中国之路来看，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与观念本身的再
造是同步的，观念的再造又是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体现。术语的
生成与流行绝不仅仅只是一场语言学上的游戏，而是社会现实变化和
观念变化的一种体现，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和理想重
建的一种表现。

“ｓｏｃｉｅｔｙ”译名之路的三个变化阶段恰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
化的三个时期：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和西方殖民入侵、甲午战争、大量留
日学生归来后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潮的传播。与之相伴随，观念的转变
在甲午战争后体现得更加明显：救亡图存、团结一致、合群保国、现实变
革。而这种急迫的社会危机感和紧张感在经历几年沉淀和新观念学说
的冲击后，开始同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意识结盟，从而有“群”和“社会”
的产生与推进。
这一过程深切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终极价值的

追求与关怀。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会”、“民景”、“国中之民”的翻译体
现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遵守（外国入华者）和坚守（中国知识分子），
那么“群”的对译将古典用词赋予“合群保种”和“善群强国”的新内涵就
已经是旧瓶新酒了，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努力和呐喊，是
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应对和拯救，也是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现实变革、承担
社会责任的体现。在“群”的基础上，“社会”的对译又增加了对理想社
会和理想国家的期盼和探索，其内涵既是传统士人所熟知的，又是一些
新学具有的，从而彻底“俘获”了近代学人的心。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人类终极前途的关怀体现了近代学人所承

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
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杨天宇，

２００４：２６５），这指出，各为自己不是理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
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
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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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杨天宇，２００４：２６６），这
是说，如果人人为己，国与国各自独立而不相通，就算用各种制度和法
律努力达成各种关系的和睦相处，也不是真正的大道，最多只能算小康
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近代建立在对个人权利和民族国家的认
同与强调基础上的“ｓｏｃｉｅｔｙ”确实并不是理想，而只是一个过渡。近代
学人在引进新的学说的同时，最终还是指向中国传统思想中那些精髓，
即天下之大道和人类之大同，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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